
席卷时代的喇叭手

1912年 2月 14日，聂耳出生于云南
昆明市甬道街，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青团，
1933年经田汉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聂耳很早就接受了新思潮的洗礼，
并将此贯穿于自己一生的学习工作中，
形成了具有崇高革命理想的实践观、艺
术观和世界观。聂耳在中学时代就开始
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他在1931年的日记
中写道：“不论你从哪条路上跑，你的哲
学基础不稳，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
脑子要装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道
上发达。”1932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
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
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
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
实。”聂耳在其艺术实践中践行了“不同
生活接触，不能为生活的著作；不锻炼自
己的人格，无由产生伟大的作品”。

在崇高志向的指引下，聂耳将自己
的创作热情播撒到火热的生活实践中。
他先后在上海的云丰申庄、明月歌舞剧
社、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等处，
一边艰辛谋生，一边全身心投入音乐创
作之中。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聂
耳还在多部影片、戏剧中扮演过账房先
生、小提琴手、小商贩、医生、矿工、船夫
等多种角色。《风云儿女》导演许幸之曾
评价说：“聂耳身上那热情、勇敢、富于朝
气的劲头，像野火一般，火到哪儿，哪儿
便燃烧起来。”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千百万人民出生
入死的革命斗争的巨浪激荡下，聂耳先
后创作了近40首耳熟能详的群众歌曲，
鼓舞亿万人民“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聂耳不仅自身具有极高的音乐天
赋，在其音乐的成长道路上也博采百花
酿新蜜。云南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民间
音乐，尤其是玉溪花灯、洞经音乐和少数
民族音乐都成为了聂耳学习和创作的土
壤。他在10岁时就向邻居的一位木匠学
会了吹笛子，中学时参演的话剧、小品、
口技等表演惟妙惟肖，成年后二胡、三
弦、月琴、小提琴、吉他等乐器无所不通。
由于长期苦练小提琴，他的手指和压琴
的下巴磨出了厚厚的老茧。1933年 5月
聂耳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是中国的新兴
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
提出解决的问题”，“我们知道音乐和其
它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
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的新
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的态
度。”由他编曲的民乐合奏曲《金蛇狂舞》
《翠湖春晓》《山国情侣》《一个女明星》等
音乐分别借鉴了洞经音乐、蒙古族民歌、
玉溪花灯等音乐元素。他使古老的民乐
发出了明快的新声，音乐理论家李业道
在《聂耳的创造》中提出：“聂耳的作品不
是民歌，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民
歌。他的创作像我们家乡池塘边常有的

‘三月花’那样，似乎是从沃土天然而
出。”“聂耳的作品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
他很好地吸收了民间音乐，而且在于他
吸收民间音乐之后的新的创造。”

聂耳将自己的音乐创作深深地扎根
于人民大众生活中，立志成为人民的歌
者。1933年，在由田汉编剧的电影《母性
之光》中，聂耳创作了第一首电影社会歌
曲《开矿歌》：“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
风凉；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厌高粱；我
们终年看不到太阳，人家还嫌水银灯不
够亮……”《中国电影发展史》后期评论：

“聂耳以蓬勃的朝气，激昂的旋律，出色

地表达了工人阶段的精神气质”。“《开矿
歌》开创了我国上世纪三十年代革命电
影歌曲的先声。”聂耳在上海云丰申庄当
店员时，曾住在黄浦江的码头旁，时常听
到码头工人的劳动号子。他在日记中记
录道：“一个群众的吼声震荡着我的心
灵，它是苦力们的呻吟、怒吼！我预备以
此动机作一曲”。

在与工友们闲聊时，他唱起了《大路
歌》，歌声里隐隐有千军万马在烟尘滚滚
中呐喊、似有地火自地壳深处奔涌而上。
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的插曲《铁蹄下
的歌女》，“比原诗更哀婉、更悲怆、更有
色彩、更抒情和富有诗意。”作家林蒂赞
誉道：“聂耳是挟着群众的怒吼在时代的
舞台上出现的”。“他唱出大众的不幸，他
歌颂着大众的伟力”。“他的出现，正是一
个在前夜中报晓的喇叭手——我们时代
的喇叭手！”《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
歌》《进行曲》等的问世，正如作家张天虚
肯定的“一个比一个尖锐，一个比一个有
力的调子，像他一天天的进步样，一天天
地流行起来，由都会到乡村，大学堂到幼
稚园”，进而“确立了新兴音乐的基础，打
开了新兴音乐的途径”。聂耳，无愧于席
卷时代的喇叭手。

唤醒国魂的时代鼙鼓

作曲家瞿维指出：“长期以来，中国
人民的英勇形象都没有来得及在音乐作
品中得到反映，从聂耳起才开始解决这
一重大的历史任务。”“在中国乐坛上只
能是聂耳而不是别的人，揭开了革命音
乐史的第一页。”

九一八事变震耳的炮声，一·二八事
变战火蔓延，民族危难，叩击着聂耳用音
乐呼喊的创作激情。他以革命音乐家的
战斗姿态，同爱国音乐家一起，响应党

“到工厂、到农村、到战场上、到被压迫群
众当中去”的号召，谱写出一曲曲风云激
荡的救亡战歌。聂耳立志“要写一首中国
的《马赛曲》”。1935年，田汉决定创作一
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
女》，刚写出故事梗概和歌词就不幸被
捕。夏衍接替续写完剧本后，将歌词交给
聂耳，聂耳激动地说：“作曲交给我吧，我
干！”他把对国家、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
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仇
恨，凝结于音符曲调中，创作出时代的最
强音——《义勇军进行曲》。

“同声若鼓瑟，合韵似鸣琴”，聂耳与
田汉的同声合韵谱就了鼓舞全民抗战的
黄钟大吕。聂耳在其自述中写道：“我写
这首曲子的时候，感情很激动，创作的冲
动就像潮水一样从思绪里涌出来，简直
来不及写，一气呵成，两夜工夫就写好
了。”他对《风云儿女》影片的导演许幸之
说：“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
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子上打拍

子，一会儿坐在钢琴面前弹琴，一会儿在
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
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
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
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这支闪烁着
战斗光芒的革命歌曲，以奔放豪迈的革
命热情，高亢激昂的旋律和朗朗上口的
群众传唱度，唱出了当时民族危机的深
重，唱出了团结战斗的意志，唱出了时代
的声音、人民的声音。楚图南赞誉道：聂
耳是“伟大的青年作曲家！伟大的中国的
时代的歌手！……一个崭新的幼年的狮
子，他的一声咆哮，叫出了中国人民反抗
的呼声，唤起中华民族的新生和前进”。
《义勇军进行曲》不啻于警梦醒寐之钟、
起衰振隳之鼓，鼓舞亿万民众知耻知惧，
竞奋图存。

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聂耳在革命
实践中具有与人民同心、拯民于难的历
史自觉。在那个“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
歌吟动地哀”的时代，他提出艺术创作

“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主张进步的音
乐家要深入工农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
他曾说：“你不听见在这地球上，有着无
穷的一群人在你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
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
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
是时代的大路。”正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历史自觉，聂耳把人民大众作为艺术表
现的主要对象予以热情的歌颂和赞扬，
创作出一系列具有人民性的歌曲。1938
年楚图南在《聂耳何以是伟大的》一文
中指出：“他开始了他的火与力的歌唱，
开始了最先的，最勇猛的被压迫者的劳
苦大众，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的呼声。”这
些歌曲使聂耳所反映的中国无产阶级
形象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先锋和新的
社会的缔造者。田汉在《聂耳胜利的道
路》一文中说：“聂耳的作曲之所以如此
迅速受到人民的欢迎，首先是他有饱满
的政治热情，他不是为作曲而作曲，他
是自己真正站在痛苦人民的中间，喊出
了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他的创作方法是
把革命的世界观和进步的创作方法结
合得很紧的，这也正是他艺术创作无往
不胜的道路。”

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中间让聂耳具有
勇于斗争的历史主动。在不断的斗争和
思考中，聂耳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与艺
术创作的认识日渐深入。1932年，聂耳
发表了系列革命现实主义观点的艺术评
论文章，对社会音乐歌舞现状提出批判。
聂耳以“黑天使”署名，在《中国歌舞短
论》中以革命者的勇气投入这场无产阶
级革命文艺同资产阶级歌舞艺术“两种
思想”的论战。批评当时歌舞艺术的“香
艳肉感”，指出“今后的歌舞，如果仍是为
歌舞而歌舞，那么，根本莫想踏上艺术之
途！”“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
刀真枪的硬功夫”。他在上海《电影艺术》

上发表文章，希望有的电影导演“在以后
的作品里不要再做麻醉群众阶级意识的
工具”。对于影片《人道》，他认为“全剧始
终是在个人的地位来描写”，“失了灾民
全体的灵魂以及整个欲求”。在上海《时
报》副刊上发表的《对教育电影协会随便
谈谈问问》一文中，他指出帝国主义对中
国的文化侵略，“再也没有一点力量给劳
苦大众作半点不平的呼应”，“电影是一
般所公认的社会教育的一种，然而，我们
试回顾一下我们所能看到的影片，它究
竟给予我们的教育是什么”。聂耳希望通
过思想的交锋使“这种斗争尽量地扩大
起来，因为没有斗争是不会进步的。我要
起来挑战也就是想由这种斗争找出一条
歌舞的新路来”。

新音乐运动的“开路先锋”

音乐家吕骥说：聂耳“是音乐界最初
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曲家。”田汉说：

“聂耳、冼星海和许多先烈已经在音乐创
作上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胜利的康庄大
道！”冼星海称聂耳是“新兴音乐的创作
者，利用民谣形式加上新内容的第一人”。
他创作了划时代的音乐作品，开辟了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革命音乐的新时代。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在雪夜里
率先觉醒，在黑暗中擎起明灯。聂耳用为
时代而歌的常行不休的开拓精神完成了
革命和音乐互为表里的双重文化认同和
身份认同。他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奠基者，
赋予新兴音乐革命性意义。聂耳的友人
伊文于 1935年 10月撰文指出：“我们认
识了新兴音乐的革命性，更认识了中华
民族在世界革命的一定阶段上的伟大意
义。”原因在于，他“能以最深刻的眼光去
分析批评中国现在的乐坛，能从极贫困
的生活里锻炼出成熟的音乐技巧，能站
在最前线去领导中国的新兴乐坛。”日本
进步戏剧家、儿童文学家秋田雨雀说：聂
耳“是第一个成功地为中国工人阶级写
作歌曲的作家，他不是出于对工人阶级
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出于相信工人阶级
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仅是中国无
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而且是亚洲解放
之声的号手”。音乐理论家李业道在《聂
耳的创造》称：“为了表现人民群众的革
命斗争，他创造了符合群众前进步伐的
明快有力的节奏；创造了像炮弹一样向
敌人猛轰的冲击性旋律；创造了坚决勇
敢的示威呼喊；创造了刚毅有力的团结
号召。”通过他的思想认识和艺术升华，
极大提升了自身音乐的革命化、民族化、
大众化的影响力、传播力，成为一代新风
的开拓者。

聂耳用音乐奏响了“中华民族解放
的呼声”。聂耳恰似鲁迅期待的于无声处
的惊雷，第一次用音乐“代替大众的呐
喊”，尤其是《义勇军进行曲》所包含的世
界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意义，而聂耳这个
名字也伴随《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音韵
载入史册。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
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
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会人
员纷纷表示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
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
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
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1949年 10月 1日下午 3时，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义勇军
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
响起。这一首承载中华民族苦难史、忧患
史、团结史、奋进史的战歌、军歌，在这一
刻获得了全新的生命意义，成为坚不可
摧、不可逾越、前所未有的精神长城。

聂耳：民族觉醒的号角 人民解放的鼙鼓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
何燕

列宁曾这样赞扬《国际歌》的影响力：“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

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

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曲调，给

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可以这样自信

地说：一个中国公民，不论他身处何地，不论生活的际遇把他带向何处，

不论他是立身祖国大地，还是置身异国他乡，只要听到《义勇军进行曲》，

就会油然而生无比振奋的民族自豪感，无比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唤起这

种民族自信的时代先驱之一，就是国之歌者——聂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
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
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
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
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
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
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
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
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谱曲，并于 1935年 4月在躲避国民党
政府追捕转道留学日本途中完成了曲
谱定稿。

田汉所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歌词
原为：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 我 们 的 血 肉 筑 成 我 们 新 的

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聂耳在谱曲的过程中，经过反复

推敲，把原词的末尾“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前进！前
进！前进！”改为“我们万众一心，冒着
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这样的修改，增加了叠句，最后三
个“前进”，以铿锵有力的休止符煞尾，
增强了强烈、饱满、明快的音乐效果。
田汉后来在《影事追怀录》中说：“聂耳
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
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
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
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
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
民的心声。”

1935年 5月 24日，电影《风云儿
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片头和片
尾处，《义勇军进行曲》两次响起，激荡
人心，引发全场观众齐声跟唱……随

着电影在全国热映，《义勇军进行曲》
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
舞人心的歌词被广为传唱，成为中国
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战歌，鼓舞
着中华儿女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
结一心、共赴国难。随着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全面展开，其影响更远远超出
中国，享誉海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
营的国际战歌。

1949年，选定国歌的工作紧锣密
鼓地进行。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
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
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
案。8月，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
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
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各大
报纸连续刊登了8天。截至8月24日，
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 350多
件。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向群众广泛征
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9月21日，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
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
委员会。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
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
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
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座谈会上，
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
国歌。在讨论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
为新中国国歌是否需要修改原有歌词
时，代表们意见并不一致。一些委员建
议将原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等词句作一定修改，一些委员则
以法国的马赛曲为例，认为这首歌曲
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
曲最好不作修改。毛泽东和周恩来也
赞成不作修改的意见。经过讨论，该议
题获一致通过。27日，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
案，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代国歌。

10月 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
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庄
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今天成立了。”接着他按动升旗电
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雄壮的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
安门广场响起。自此，饱含着中华民族
的百年苦难，承载着中国人民自强不
息民族精神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新
中国的国歌，激励着各族儿女昂扬奋
进，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征程。

此后，《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
的地位以法律形式逐步得到明确和强
化。1982年 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
决议。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
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 3月 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
曲》”正式写入宪法。2017年，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以国
家立法的形式对国歌的奏唱场合、奏
唱礼仪和宣传教育进行规范。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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